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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資料與它們的產地： 
淺談電話調查與網路調查的現況與挑戰

廖培珊＊

問卷調查是跨學門領域的研究資料蒐集方式，或稱為調查模式 （survey 
mode）。由於社會結構的變遷與資訊科技的急遽發展，調查模式也有了明顯的轉
變與革新，不僅讓調查資料的蒐集變得更加便利，同時也帶來了相對應的挑

戰，因此學者們都需要瞭解調查模式的最新發展與困境，才能在研究過程中掌

握必要的細節，以確保調查資料的品質。

常見的調查模式包含由訪問人員進行的電話調查與面對面訪問，以及自行

填寫問卷的郵寄問卷與網路調查等型式。在時間與金錢成本的考量下，較快速

且便宜的電話調查和網路調查成為普遍採用的調查模式。由於通訊科技的發達

與生活型態的變遷，越來越多的民眾仰賴行動電話 （或稱 「手機」） 作為上網或通
訊的媒介，裝設住宅用市內電話 （簡稱 「市話」） 的家戶越來越少，並且以年長的
使用者居多，使得傳統以市話所進行的電話調查面臨年輕受訪者不足的問題，

而需要額外撥打手機號碼來增加青壯年的受訪民眾。與只採用市話的電話調查

相比，此種同時以市話號碼和手機號碼作為抽樣底冊 （sampling frame） 的雙底冊 

（dual-frame） 抽樣設計可以涵蓋不同特性的受訪者，但是在資料處理上則較為複
雜。

對網路調查來說，手機上網的普及提升了抽樣調查中可接觸對象的廣度，

加上其他類型的行動裝置愈趨普遍與多元，其近用性與便利性也連帶增加了民

眾上網填答問卷的機會，但是網路調查仰賴填答者個人對於問卷內容的理解，

以及網路工具的操作能力；在缺乏抽樣底冊與檢視填答過程的情況下，則難以

掌握資料品質。以下簡要說明電話調查與網路調查近期的發展狀況，以及所面

臨的問題與挑戰。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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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雙底冊電話調查

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公布的資料 1，截至民國 112年 2月為止，市內
電話的普及率為 44.2%，行動寬頻的普及率則為 129.6%，納入手機使用者成為
多數電話調查必然的趨勢。電話調查能接觸到的對象依據個人的電話使用行為

或習慣而不同，包含沒有手機、僅使用住宅用市內電話的 「唯市話族」，同時擁
有市話與手機的 「市話手機兩用族」，以及沒有市話、僅使用手機的 「唯手機族」
等三類；也因此，僅有雙底冊的抽樣設計才能夠在當次的電話調查中同時接觸

到這三類對象。

不過，市話使用者與手機使用者的人口結構明顯不同；除了年齡結構的差

異外，地區分布及健康行為與相關風險也不同 （Baffour et al., 2016;廖培珊等，
2022）。雖然都是以機率原則從電話號碼選取不重複的受訪對象，市話調查與手
機調查這兩筆資料通常無法直接合併，而需要另外加權、調校，將不同樣本來

源的調查資料進行適當的組合推估，才能讓最終的樣本資料盡可能地貼近擬推

論的母體特性 （AAPOR, 2010）。
雙底冊抽樣調查的目的是為了提升樣本涵蓋範圍，但是從不同底冊抽選出

的樣本資料，在推估計算時各有其假設與應符合的條件，使得資料的合併處理

方式較為複雜，在實務上的應用並不多見。近十多年來拜統計模型發展與電腦

運算加速之賜，雙底冊抽樣的設計才被用在電話調查上。一般在使用雙底冊進

行抽樣時，必須先確認兩種底冊的重疊程度，而電話調查在實務上多半是以兩

種底冊部分重疊的概念，來處理抽樣和資料加權組合。不過，在雙底冊中重疊

的這兩群人 （以電話調查來說，即為 「市話手機兩用族」），到底要分別給予多少
的組合估計權重才算合理？以及在進行資料加權時，是否有電話使用情形的母

體資料可以納入計算？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雙底冊樣本合併後的資料結構。

目前的相關研究已經發展出多種資料加權組合策略；然而，若考量抽樣底

冊的不同特性，有無電話使用行為的母體資料，以及變項估計結果的內部一致

性等條件 （Lohr, 2021），實際可應用於雙底冊電話調查的方法並不多。以我國的
市話與手機而言，號碼組成各有一定的規則，因此抽取樣本的方式並無法一體

適用。目前的住宅用市內電話為九碼或十碼，包含了可辨識電話所在地的二位

數區碼、局碼及最後四位數的用戶號碼；因此研究者可依據不同的縣市來進行

事前的抽樣規劃。臺灣的手機號碼則一律以 「09」 開頭，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公布的 「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用戶號碼核配資料」，前五碼可視為電信業者代碼，

1 資料來源：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1966&sn_f=4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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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後五碼的用戶號碼，來組成手機號碼；若是在手機調查中需要涵蓋不同

地區或縣市的受訪對象，就只能夠靠電話接通後，以受訪者回答的所在地點來

辨識，而容易導致訪問成本提高。

此外，住宅用市內電話的裝置是以家戶為單位，通常是多人共用一支電話；

為了避免接聽電話的人就是接受訪問的人，會以 「戶中選樣」 的方式來選取受訪
對象，因此在計算中選機率的時候，必須將家戶內符合條件的人數納入考量。

相對的，手機是一個門號為一位使用者，因此在電話接通後，就會直接對接聽

電話的人進行訪問，而不需要進行戶中選樣的程序。雖然選取手機調查的訪問

對象相對簡單，不過以臺灣而言，撥打手機的成本比撥打市話高出許多，因此

對於一筆調查資料中，市話調查和手機調查各需占有多少數量或比例的有效問

卷，也是研究者持續關注的焦點 （陳鴻嘉，2019）。
抽樣調查的資料經常會以母體資料進行加權，來讓最終的樣本資料具有特

定的母體代表性；由於國內通常使用戶籍資料作為母體資料來源，因此通常會

考慮讓樣本的年齡、性別與地區的分布相似於母體。以雙底冊電話調查的資料

而言，除了採用常見的戶籍資料來加權外，也需要考量市話與手機底冊在電話

使用人口的實際占比，亦即三類電話使用行為的比例；因此，若可取得電話使

用行為的母體資料，便需要將此資訊納入組合加權 （AAPOR, 2010）。此類電話
使用行為的母體資料可能來自於政府統計，或者可靠的大型調查資料；不過截

至目前為止，國內並無電話使用行為的母體資料。

若不採納電話使用行為的母體資料進行加權，目前也有許多其他的加權方

式。當調查的市話與手機個別的樣本規模相近時，部分研究採取先各自加權，

再從市話樣本和手機樣本推估前述 「唯市話族」、「市話手機兩用族」 及 「唯手機
族」 三類使用者的相對比例，再將兩筆資料合併；也有學者先依據相對比例將兩
筆樣本資料組合後，再來進行加權的程序 （參見廖培珊等，2022）。AAPOR 

（2010） 則建議無論加權組合的程序或估計方法為何，都應該計算出樣本中三類
使用者的相對比例，再來進行資料加權。由於目前國內的相關研究仍十分有

限，還需要更多的嘗試與分析，才能找出適合不同雙底冊電話調查的加權組合

程序。

二、  網路調查

網路調查的興起幾乎和網際網路的出現同步。早期使用網際網路的人口不

多，且通常是具有既定特徵的自願性樣本，因此網路調查之抽樣設計、樣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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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以及資料品質等的不確定性相當高，使得網路調查較少被學術界所採用；

後續的相關研究亦多從調查方法的不同面向，來探討網路調查的可行性與改善

策略 （李政忠，2004）。隨著網路使用人口持續增多，將網路調查用在學術研究
的可能性也越來越高，尤其是對於已經長期參與調查計畫的追蹤樣本來說，使

用網路填答問卷有其便利性，例如在疫情期間可以不受社交距離的限制來完成

資料蒐集 （吳志文等，2022）。但是對於橫斷面調查 （cross-sectional survey） 而
言，單次的抽樣要如何取得具有代表性的樣本，仍然是學者們面臨的考驗。

過去的網路問卷通常是將邀請信函發送至受訪者的電子郵件信箱，然而，

這些對象未必是以機率方式選取而來，其樣本代表性自然受到質疑；因此，部

分國家會利用其他調查模式抽選機率樣本 （包含面訪、電話調查等），受邀請的
中選對象若同意成為日後網路調查的邀請對象，就可將其加入名單 （panel） 當
中，以這些成員建置一個機率樣本的網路會員資料庫 （McPhee et al., 2022）。近
年來在臺灣也有類似的機率樣本網路會員資料庫，並且被用在學術研究中 （于若
蓉、杜素豪，2022）。

另一方面，由於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手機號碼也成為網路調查的抽樣底冊：

可以利用前一節所談到的機率抽樣設計，發送內含網頁問卷連結的簡訊到中選

的手機門號，來邀請受訪者填答問卷。此種作法所獲得的機率樣本可用於單次

橫斷面的網路調查，不過回覆率甚低，並且需要重複寄送簡訊來提醒尚未填答

問卷的受訪者，使得執行成本增加。

一般而言，採用自願性或非機率樣本的網路調查，其資料品質通常不如採

用機率樣本的網路調查要好，不過也有例外的情形。由於建置並維護機率樣本

之網路會員資料庫的成本偏高，亦有網路會員資料庫是採行自願樣本加上機率

樣本的方式來進行，但其資料品質尚須進一步評估。以臺灣而言，18歲以上的
網路人口估計已達全國人口的 85％ 2，部分歐美國家的網路人口比例則更高，因

此在網路使用人口與全國人口的重疊幅度越來越大時，非機率樣本的資料品質

是否仍低於機率樣本，是值得深入檢視的問題。

若無須考慮樣本的代表性，招募網路上的自願性樣本來協助填答問卷，仍

然有其應用性與優點，例如利用網路平臺可以內嵌圖片、影像或網頁連結的特

性，以實驗性質來檢視民眾對於品牌廣告的道德判斷 （Chang, 2021）；或者招募
小規模但需要經常填答問卷的受訪者，來檢視朋友間的網絡關係是否影響彼此

心情（Fu et al., 2022）。然而需要提醒的是，無論是否為機率樣本，即使網路調

2 資料來源：https://report.twnic.tw/2022/TrendAnalysis_internetUs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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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資料得以事後加權來降低受訪樣本的選擇性偏誤，其樣本的代表性仍有待

檢視。

網路調查需要由受訪者自行填答，因此常以封閉式 （close-ended） 選項來設
計問卷，讓填答者就研究者所列出的各類選項來做出回答，減少以文字描述的

機會，藉以降低填答者的負擔；因此網路問卷應該如何設計，成為另一個研究

關注的議題。網路調查與資訊科技的發展息息相關，因此早期多是以桌上型電

腦 （或簡稱為 「桌機」） 來填答網路問卷，問卷設計的型式也只需考量螢幕介面的
適合性。隨著行動裝置的普及，螢幕尺寸與使用習慣的差異，讓網路調查的問

卷型式也需要因應調整。

為了提供民眾最佳的閱覽經驗，一般的網頁瀏覽器會採取響應式網頁設計 

（Responsive Web Design, RWD），網路問卷的題目和選項也同樣因為 RWD而在
不同裝置呈現不同樣貌，而為網路調查帶來挑戰。現今民眾用來填答網路問卷

的裝置包含桌機、手機和平板電腦，由於尺寸間的差異，在桌機螢幕可以一頁

呈現好幾題，手機螢幕則可能一頁只有一題，甚至需要往下捲動網頁才能完 

整呈現。此外，桌機可以利用滑鼠來點選按鈕 （Radio Button） 或拉動滑桿 

（Slider），手機和平板則多以手指直接選答。
究竟不同的行動裝置和選項設計會不會影響作答的結果呢？Menold & 

Toepoel （2022） 比較了按鈕、滑桿、方框 （big button） 和視覺類比量表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在這些行動裝置的表現，並檢視了不同量尺 （五點、七
點、十一點等） 的影響效果。他們的研究發現，以手機作為填寫網路調查的裝置
時，按鈕型式的資料信度要比方框或滑桿設計來得高，而五點量尺在手機和平

板電腦的信度則較低。但是整體而言，網路調查的資料品質並不會因為填答裝

置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同時，即使填答裝置不同，同一份網路調查仍應該採用

一致的問卷設計，始有利於資料品質的掌控。

三、  結語

資訊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型態與思考模式，也影

響了問卷調查資料的蒐集方式；因此，利用問卷調查來蒐集研究資料之各研究

領域的學者也要能因應變革。以現階段來說，行動裝置的無遠弗屆，有助於觸

及傳統調查模式無法接觸到的對象，同時在調查執行或問卷填答的時間面向上

更具彈性。在各類型的行動裝置中，手機已是現代人不可或缺的上網與通訊媒

介，將其納入雙底冊電話調查和網路調查亦成為必然，不過這兩種調查模式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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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已行之有年，卻仍有困難需要克服。並且可以想見的是，在設法解決前述調

查模式相關問題的同時，我們可能很快又要面臨新的挑戰；這些調查研究方法

上的難題，仍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找出最佳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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